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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量化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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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中国近代化最重要的窗口，民国上海不仅具有商业经济和多元
文化，其高校数量亦居全国各省市之首。这些高校培养出的众多学生，不仅构成
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人才基础，其群体特征对理解民国社会的组织与
结构亦至为关键。基于大学生学籍数据的量化分析发现，若以 “从什么地方来”、
“从什么家庭来”和 “从什么系统来”三个角度衡量，这一群体的家庭背景较为同
质化，地理来源比较集中。理论上面向全国和全社会开放的各类公私立大学，学
生主要来自于具有文化或财富优势的本地家庭和与各大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本

地中学。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高等教育的实况。

关键词：社会来源　教育获得　 大学生

作为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和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既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港口和经济中心，

也是 “西学东渐”的入口和近代文化教育之重镇。① 民国上海地区高校不仅数量一直居于全国各
省市之首，且类型丰富，公私立大学、综合与专业院校并举，学科门类齐全。② １９３３年，全国
有立案大学６３所 （不含专科），上海以１４所居第一，作为全国文教中心的北平以１２所居次
席。③ １９４８年，上海专科以上学校有３０所，北平仍为１２所，首都南京只有９所。④ 时人谓之
“全国大学之分配，独厚于上海”。⑤ 上海高校学科与课程设置强调趋新和实用，偏重商科、国际
贸易、市政、法律、新闻、药科等专业，对高深基础科学和综合人文研究较轻视，学术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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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　本文为 “第三届青年史学家论坛”参会文章。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１５ＢＺＳ０７３）、香港科研资
助局ＧＲＦ项目 （６４０６１３）资助。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作为行政区划和地理空间的上海，自晚清开埠后，变化频仍。本文所指 “民国上海”大体以上海特别
市 （１９２７年成立）１９２８年时的区域范围为界，具体区划范围参照１９２８年上海特别市政区图。参见周
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６页。
许敏：《上海通史》第１０卷 《民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中国学生社编：《全国大学图鉴》，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３年，第１６—１８页。
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５编 《高等教育》，上海：商务印书
馆，１９４８年，第５７８—５８７页。
程其保：《对于恢复与整理上海各大学之商榷》，《时代公论》１９３２年第４期，第１９—２２页。



社会声誉似不如北京，① 这对民国学生的大学择校亦有影响。

分析大学生源构成是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的关键之一。１９０５年，科举停废

后，学堂 （学校）体系逐渐取代官学书院系统，成为中国社会精英生长和社会流动的主渠道。

１９２０年以后，大学生成为民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与诸多职业的领军者，② 大学逐渐 “占据了社会

流动的关口”。③ 从官学书院到近代学校的转变是系统而复杂的，不仅教育的内容和人才评判的

标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才考核与选拔的组织方式乃至学校的分布等都有重要改变。如清代

通过对书院官学化的改造，④ 在实现寄学校之意于书院的同时，分布也颇广泛。 “十八行省中，

其布政司之所治者，必有数大书院，若府治、若县治，莫不有之，即村镇稍大者，亦往往有

焉。”⑤ 但民国各级学校的地理分布很不均衡，不仅学校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江地区，即便是沿

海、沿江地区内部，大、中学校也主要聚集于少数大城市，乡村甚至小城市却很匮乏。⑥ 教育资

源空间分布的转变对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教育机会的区域平等乃至社会流动都有影响，借助

一定规模的量化分析，可以对这些转变造成的影响形成较准确的系统性认识与判断。

民国上海８所大学的学籍卡资料给量化分析提供了可能。学籍卡并非罕见的历史材料，但

单张学籍卡并不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唯有系统地建立数据库，进行量化分析，才有

可能探寻出传统史料中无法直接获得的史实。⑦ 自２０１０年起，笔者将上海市档案馆藏７所民国

大学学籍资料和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该校民国学籍资料系统地输入电脑，构建成量化数据库。

以１９４８年上海情况看，８所大学占据了４所国立大学中的２所 （上海交通大学和暨南大学，缺

同济大学与复旦大学）、４所教会大学中的３所 （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东吴法学院，缺震旦

大学）、３所私立大学中的１所 （大同大学，缺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⑧）、２所国立独立学院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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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敏：《上海通史》第１０卷 《民国文化》，第１４２页。尽管上海高校的学术旨趣和研究侧重与北京高校
不尽相同，但每当北京政局或学界变动时，又往往有北京教授南移上海。如１９１２年任教于清华的胡敦
复、严海澜、朱晚香等人南下上海兴办大同大学。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后，陈独秀、徐志摩、闻一多、叶公
超和胡适等也曾纷纷南来上海。
通过对民国清华大学从业群体社会背景的分析发现，教育对社会分层起到了关键作用。参见梁晨：《民
国大学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流动研究———以清华大学为例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叶赋桂：《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１８４０—１９２２》，王晨、张斌贤编：《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
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５１页。
李世愉认为清代的书院虽未正式纳入官学体系，但实已官学化。许多针对书院的政策、措施已正式纳
入礼部条例，没有政府干预、控制或监管的书院几乎是不存在的。参见李世愉：《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
关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９卷第３期。
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林载爵编：《严复文集编年 （一）》，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
会，１９９８年，第１６２页。分析李国钧等编 《中国书院史》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１０８３—１１９６页）中整理出的清代约４０００所书院的地理分布，亦可印证严复之判断。
彭武：《复兴中国的自学制度概要》，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对教育工作的建议》，
编号：五—２８ （１），１９４０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有关学籍卡特点、利用方法、困难与价值，参见梁晨、李中清：《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以学
籍卡材料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为中心的讨论》，《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民国上海私立高校学科侧重或状况多有不同，如大同大学重理科，复旦大学重商科，大夏大学教学更
优，光华大学以法科见长等。（程其保：《对于恢复与整理上海各大学之商榷》，《时代公论》１９３２年第

４期，第１９—２２页）这些因素都会对生源结构有影响，因此只能以大同大学推论而不能代替全体私立
大学。不过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大同大学一度是上海各大学学生人数最多的 （参见 《全国各大学的介绍
及最近五年各校入学试题》，１９４５年，第１０页），因此通过大同大学了解民国私立大学的情况，也是非
常重要的。



１所 （上海商学院，缺国立上海医学院）以及１７所专科学校中的１所 （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
校）。这不仅涵盖了国立、教会和私立三类学校，且１１所大学中的６所有数据，比重超过一半，

学生总数达３．６万多人，应能较好反映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政府建立后上海主要高校的学生
来源情况。从量化分析的角度看，与抽样调查数据相比，档案数据更具客观性，即使数据库并
未包括民国上海地区所有大学，在代表性方面，仍然优于抽样数据，能够更好地还原史实。

表１　 民国上海８校大学生学籍卡数据情况

学校 类型
建校时间／

大学成立时间
入学年份 主要变量信息 样本量

上海交通大学

暨南大学

上海商学院

上海工业专科学校

圣约翰大学

东吴大学法学院

沪江大学

大同大学

上海八校

国立

国立

国立

市立

教会

教会

教会

私立

１８９６／１９２１

１９０６／１９２７

１９１７／１９３２
１９４５

１８７９／１９０５
１８９６／１９００
１９０６／１９１５
１９１１／１９２２

１９１３—１９４９
１９３３、１９３７、

１９４０—１９４９
１９２１—１９４５
１９４５—１９５６
１９１９—１９５２
１９１８—１９５２
１９３６—１９５２
１９３０—１９５２

个 人：姓 名、性 别、年

龄、籍贯、现住址、通讯

处、毕业高中等；家长：

姓名、关系、职业、住址

等；社会：保证人姓名、

职业、住址与关系等。

９９３２

１４４３

１６９１
９０１
５３２５
５１０５
２７５４
９０５０
３６２０１

　　　　注：民国上海８校建校与大学成立时间主要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辑的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整理。其中，１９１５年，改浸会大学为沪江大学；１９２１年，南洋大学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交通传习所合

组为国立交通大学；１９２１年，国立东南大学与暨南学校合办的商科大学在上海创立；１９２２年，暨南学校退出商科大学，

改名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１９２７年，国立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商科大学改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商

学院；１９２８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商学院又先后改名为江苏大学商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１９３２年独立建制，改名

国立上海商学院。

上海８校大学生学籍卡的数量、连贯性和具体内容差别较大 （见表１）。总的来说，学籍卡多
集中于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尤其是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这一方面是由于早期材料散佚较多；另一
方面也是因为包括上海在内，民国各地大学数量和学生规模的扩展主要开始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之后。各校学籍卡包括三方面信息：家庭状况 （家长职业、家庭地址、成员数量等）、求学履历
（入学前教育情况）和个人情况 （性别、籍贯、民族和专业等）。家长职业、家庭地址和来源中
学等为判断民国上海大学生 “从什么家庭来”、 “从什么地区来”和 “从什么系统来”提供了重
要证据，是衡量大学生家庭阶层、地区来源和进学途径的重要指标。本文将围绕这三类数据的
统计结果，讨论民国上海大学生社会来源的状况以及教育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社会流动等问题。

一、家长职业的同质化

学籍卡中家长职业的填写与当时职业调查类似，很多只有 “只言片字”，能够判断职业的行
业属性，但无法直接断定阶层属性。如民国职业调查中 “农”通常既包含地主也包含贫雇农，
“工”既包括工厂主也包括工人等。① 学籍卡中最突出的是大量家长职业为 “商”，因缺少具体职
务等信息，仅凭一个字，研究者无法确认其是大商人、高级经理人还是最基层的商业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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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复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也就无法判断家长的阶层属性。因此，本文在统计家长职业信息的同时，还将结合民国大学教
育成本等相关因素来尝试判断学生家长的阶层状况。

对照今日职业分类标准，表２统计了上海８校大学生家长的职业构成。其中，商人高居第一
位，专业技术人员居第二位。这两种职业群体比重之和，除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外，其他７所大
学都超过了一半，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更接近九成；暨南大学相对较低，可能与其招生主要
面向华侨以及抗战期间曾迁往福建有关；其他高校基本或主体未离开上海，不管是国立上海交
通大学，还是教会圣约翰大学、私立大同大学等，学生家长职业构成均偏向于商人与专业技术
人员这两类职业群体，这与民国上海丰富的职业构成形成了反差。①

表２　上海８校大学生家长主要职业构成比 （单位：％）

学校 农民
办事

人员
商人 军人 官员

专业技术

人员
工人 其他 总计 样本量

有效

样本量

大同大学 １．３８　 ８．１　 ３８．７２　 ０．４２　 ６．９２　 ３６．７６　 ０．５４　 ７．１６　 １００　 ９０５０　 ８４７２
圣约翰大学 ０．４８　 １．０４　 ５９．７４　 ０．３　 ６．４８　 ２５．０６　 ０．３７　 ６．５３　 １００　 ５３２５　 ４６１３
沪江大学 ０．５　 ０．５　 ６８．４４　 ０．３６　 ８．０３　 １８．６２　 ０．７２　 ２．７５　 １００　 ２７５４　 ２２１８
暨南大学 １７．０６　 １．１５　 ３４．４９　 ２．１６　１１．９５　 ２３．１１　 ０．７２　 ９．３６　 １００　 １４４３　 １３８９
东吴法学院 １．８５　 ０．９　 ５７．５４　 １．１６　１２．０２　 ２０．６３　 ０．４７　 ５．４３　 １００　 ５１０５　 ２３２２
上海工业专科

学校
１０．２２　 １２．８１　 ２２．８　 ０．４７　 ５．５２　 ２２．５６　 ４．５８　２１．０３　 １００　 ９０１　 ８５１

上海商学院 ４．９４　 ０．０９　 ４８．０５　 ０．７８　１８．１８　 ２６．９３　 ０．５２　 ０．５２　 １００　 １６９１　 １１５５
上海交通大学 １０　 ０．５６　 ４０．９６　 ２．１３　１４．０８　 ２５．２９　 ２．７１　 ４．２８　 １００　 ９９３２　 ５０２２
上海八校 ５．８０　 ３．１４　 ４６．３４　 ０．９７　１０．４０　 ２４．８７　 １．３３　 ７．１３　 １００　 ３６２０１　 ２６０４２

　　　　注：其他包括赋闲、无业和未知。有效样本包括所有填写家长职业信息的学生总量，已填写但未能确定分类的则归为

其他类。

从动态角度看，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优势是持续的。圣约翰大学自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开
始，商人家长比例一直最高，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家长比例之和更高达８０％到９０％多。大同大
学两类职业家长比例之和一直在７５％到８０％多之间，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间，专业技术人员家长群体
比例超过了商人。上海交通大学商人家长也一直是最有优势的群体，两种职业身份相加，多数
年份在７０％左右。不过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和１９４７两年，两种职业的家长比例一度下降到不足

６０％，而以 “农”为业的学生家长从５％左右增加到１６％左右。通过家庭住址分析，这或与抗战
胜利后学校回迁上海，江浙地区学生进入上海高校有关。

作为上海中上阶层的主体，② 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的优势当与高等教育的高成本有关。

民国大学生的花费包括学费、住宿费、膳食费、图书费、服装费以及交通、娱乐、卫生杂费等
多种。由于地区、学校与学生个人之间的差异很大，准确厘清大学生花费或教育成本并不容易。

但若以１９世纪２０年代末到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主要城市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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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以来，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和工商业发展，上海的社会职业类型非常丰富，仅华界就出现了
“农、工、商、学、党、政、军、交通、新闻记者、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医士、士兵、警察、劳
工、家庭服务、学徒、佣工和杂业”等２０多种职业。参见周源和、吴申元： 《上海历史人口研究》，
《复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６—３７页。



年花费的调查为依据，结合全国高校主要集中于这几个城市的现实并参照相关研究，① 大致可以
确定当时全国大学生的年均花费在３００元左右，而上海可能更高，在５００元左右 （表３）。

表３　 民国主要都市大学生年均花费调查

地区 大学生年均花费

北平
１９２９年调查：师范类大学学生年均花费２００元，一般公私立大学３００元，教会燕京大学较节约的花费

为３２０元
天津 １９２９年调查：南开大学学生年均花费３００元

上海

１９２９年调查：综合学杂费、膳费、服装费、寄宿费、书籍费、交通、娱乐费等，上海大学生年均花费

为５００元

１９３０年研究：上海大学生每年花费至少５００元 （未提供任何证据或推算依据）

１９３４年调查：沪江大学校方认为学生年花费最低３８０元，中等５８０元，最高７８０元；沪江大学生顾宗

沂认为平均花费５００元

１９３５年调查：圣约翰大学校方估算年均花费６００美元，学生估算７５０美元 （按：以１９３６年官方汇率

计，一年花费超过２０００元，为各地所见数字中最高）

南京 １９２９年调查：中央大学学生年均花费多数为３００—３５０元，年平均为４２６．１２元
广州 １９２９年调查：中山大学学生平均年花费为２２０元

全国
１９３４年调查：学生个人年均花费最低个案出现于内地大学，１００元左右，最高个案出现在以圣约翰大

学、沪江大学为代表的上海教会大学中，达１２００元，全国平均为３４０元

　　　　数据来源：北平与天津大学生年均花费，参见新晨报丛书处：《北平各大学的状况》，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

查丛编》（二编）《文教事业卷》（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６５—６４８页。上海大学生年均花费，分别参

见屠铁珊：《一张上海大学生的用费单》，《中国学生》１９２９年第１１期，第２４—２５页；周容：《中国教育之根本改造》，《中

华教育界》第１８卷第１２期，１９３０年，第１—１１页；《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院况剪报 （史料）》，编号：Ｑ２４２—１—３０９，

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学生社编：《全国大学图鉴》，第１８０页；徐以骅、韩信昌： 《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石家

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８—６９页。南京大学生年均花费，参见刘榘：《大学生用款分配及其背景之调查》，李

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２０—７３３页。广州大学生年均

花费，参见古楳：《中山大学暨附校学生用费的调查》，李文海主编：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文教事业卷》

（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９５９—１０２１页。全国大学生年均花费，参见何清儒： 《大学毕业生的报酬》，

《教育与职业》１９３４年第１５８期，第５０７—５０９页。

不论大学生年均花费是３００元还是５００元，显然 “大学教育是需要经济的”，② 不仅上海的
一般产业工人家庭无法承受，即便是小康之家，培养出一名大学生也非常吃力。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
间的一项调查表明，上海五口之家全年需要４１５．３５—４９８．４２元的收入才能维持生活。当时上海

３０个行业的男工平均实际年收入约为２５５．９６元，夫妻同时工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③ 上海调
查货价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对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３０户上海工人家庭账簿的调查发
现，仅有２７户工人家庭有教育费用的支出，平均每家仅有７角７分的年教育支出，④ 这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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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心认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全国大学生年开支在２２０—４００元不等，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这一数字应会稳
步上升。参见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１９１９—１９３７）》，冯夏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４页。
何清儒：《大学毕业生的报酬》，《教育与职业》１９３４年第１５８期，第５０７—５０９页。
丁同力、周世述：《上海工厂工人之生活程度》，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 （劳工）
生活卷》（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３３—２４２页。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 （劳工）生活
卷》（上），第２４３—３３６页。



所需费用相去甚远。如果加上中小学教育投入，培养大学生的成本还要增加很多。古楳１９２９年
通过对中山大学学生人均年花费的调查研究，推算认为当时培养出一名大学生，家庭需要支出
的费用约５０００元之巨。① 有研究认为，１９３５年，中原地区有２００亩土地的家庭仅能承担一个子
女每年１５０元的中学花费。② 照此推算，有四五百亩田地的家庭才能承担一个子女的全国平均大
学教育费用，而上海的大学教育费用还要更高。高额的经济成本成为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的一道
隐形门槛，把缺少足够经济条件支持的家庭子弟排挤在外。

不同性质高校的学生家长职业构成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差别 （见下图）。教会大学中商人和专
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校。国立大学的家长职业构成最为丰富和多样。上海交通
大学和暨南大学，农民子女的比例都达到了两位数，远高于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

上海不同类型高校学生家长职业结构图

　　　　注：国立大学包括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商学院；私立大学为大同大学；教会大学包括东吴法学院、沪

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国立大学学生总数为１３０６６人，私立大学为９０５０人，教会大学为１３１８４人。国立大学学生填

写家长职业人数为７５６６人，私立大学８４７２人，教会大学９１５３人。

这一方面是因为国立大学学生的地理来源范围更广泛，外地学生家长中从事农业的比
例较上海高；另一方面也与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收费高昂以及教会大学校风 “洋化”，对学
生英语能力要求高等，以至于对社会中下层和广大乡村多有疏远有关。国立大学经费以国省
库款为大宗，对学费的依赖较低，而教会大学与私立大学除捐款外，学费是非常重要的大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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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楳：《中山大学暨附校学生用费的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文教事业
卷》（三），第９５９—１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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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来源，① 因此，教会大学与私立大学往往会收取高于国立大学很多的学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如
抗战全面爆发前，国立交通大学与同济大学每年学费分别为４０元与５０元，而私立复旦大学和大
同大学分别为１００元和１２０元，教会沪江大学、震旦大学、东吴法学院及圣约翰大学则需要１００
元、１２０元、１４０元甚至１５０元，每年仅学费一项就相差５０—１１０元之多，② 这使得教会大学与
私立大学的经济门槛高于国立大学。尽管高学费的收取或许是出于维持学校运营的不得已之举，

但其结果都使得学生的社会来源偏向了商人与专业技术职业群体子女等社会中上阶层。

教会大学不仅收费高，外语氛围也更浓厚。圣约翰大学曾是教会学校中唯一全面贯彻英文
教学的。③ 沪江大学最初只开设英文专业课程，其他专业课程使用中文教授，但学生们 “对学语
言比对学科目本身更感兴趣”，学校最终只得采用圣约翰大学的做法，除了国文课外，其他课程
全部使用英文。④ 对英文的重视固然有其功利目的，英语是国际化商业氛围中最重要的技能之
一，是在上海谋取体面和高薪工作的保证，如英语水平出众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向来为上海海
关、邮政及其他收入颇高的工商界机构所欢迎；⑤ 但相对于其他科目，长期的英语培养和学习显
然对家庭的经济能力、文化氛围等有着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可能更受商人家庭欢迎。

上海地区高校学生家长职业的构成也颇具地域特色，与其他地区高校不尽相同。以国立大
学为例，比较上海交通大学与 “民国大学生数据库”⑥ 中已完成的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尽管三
所大学均是当时的著名国立大学 （其他还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在
办学层次上较为接近，但由于各自办学风格的差异以及受上海、北京与广州这三座近代中国最
为重要但显著不同的城市之影响，三校学生家长的职业构成有相似更有差异。首先，三校的学
生家长职业结构有类似性，即商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官员等三类社会优势群体最为显著。城市
职业人口中占有重要比例的工人和在全国职业人口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农民，其子女在三所国立
大学中的比例都较低。其次，尽管总体结构类似，但上海三大优势职业群体的比重更高，接近

８０％，中山大学约为７０％，清华大学不到６０％。同时清华大学工、农学生的比重略高于２０％，

是三所大学中最高的。实际上，三所大学官员或公务员子女的比例都在１０％略多，比较接近，

差别主要集中在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这或可看作是民国上海商业化和近代化领先全国的一种
表现。此外，上海产业工人尽管数量居全国之首，但其子女即便在上海国立高校的比例也很低，

甚至低于并不以工商业发达著称的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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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社１９３３年对全国６３所公私立 （私立含教会）大学和学院的调查发现，公立大学的经费以国
省库款为主，占所有收入的９２．８％，学生学费只占４．３％。因此可以减少学费。而私立大学最大宗的
收入来自捐款，占全部收入的５４．４％，此数抵不上国省库款，所以取于学生本身者，不得不较重于公
立学校，约占全部收入的２４．５％。参见中国学生社编：《全国大学图鉴》，第８页。
相关数据分别参见：《交通大学一览》，１９３６年，第１５页；国立同济大学出版课编：《国立同济大学概
览》，１９３４年，第４页；“学校介绍”，《滇声》１９３４年第１期，第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５—１８６页；《私立沪江
大学学则一览》，１９３４年，第４１页；《私立震旦大学一览》，１９３５年，第１７页；《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
一览》，１９３６年，第２５页；《圣约翰大学一览》，１９３７年，第４０页。
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 （１８７９—１９５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６页。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５６—５７页。

１８９５—１９２０年，圣约翰大学共毕业大学生４２０名，其中１６人任牧师，７６人任教师，９人为医生，１１
人为官员，２８３人在工商界工作，其余２５人出国留学。（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６卷 《晚清文
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２８页）
自２０１０年起，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撑下，梁晨领导了这一旨在将全国主要地方档案馆中所藏民国大学
生学籍卡资料输入电脑，构建量化数据库的项目。项目目前已经初步完成，输入学生量超过１０万人。



二、家庭地理来源的本地化

学籍卡中通常同时含有两类信息能指示学生的地理来源：籍贯与家庭地址 （也有一些是永
久通信处）。囿于复杂数据处理的困难，多数研究以籍贯来理解群体的地理来源，但众所周知，

籍贯往往不能准确反映个人真实的生长环境。以上海为例，作为近代中国最典型的移民城市，

约８５％的人口由外地迁入。上海周边的江苏、浙江、安徽和南方的福建、广东是输送移民人口
较多的省份，还有４０个国家的外侨生活于此。① 这一庞大人口在清末民国时期集中移入，他们
的子女可能一直生活于上海，但籍贯却是外地。如果将他们与真正从外地考入上海求学的学生
混为一谈，对正确判断上海高校的开放性和社会流动等都会产生误导。

籍贯与家庭地址的统计结果证实了这种担忧。以籍贯衡量，民国上海大学生主要来自以江
浙为中心的东部沿海省区；但若以家庭地址来衡量，绝大部分学生来自上海本地。以材料规模
较大、时间连续性较好的教会圣约翰大学、私立大同大学和国立上海交通大学三所大学为例
（表４），三校学生籍贯以江苏、浙江两省为多，上海本地并不显著。若以家庭地址来衡量，三所
大学的上海学生比重几乎都呈现出１０倍左右的增长。大同大学从８．７％增加到８６％，圣约翰大
学从５．５％增加到５２．１％，上海交通大学从３．２２％增加到４０％。

表４　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籍贯与家庭地址地理分布② （单位：％）

大同大学 圣约翰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地区 籍贯 家庭地址 籍贯 家庭地址 籍贯 家庭地址

上海 ８．７２　 ８６．１　 ５．４５　 ５２．１８　 ３．１８　 ４０．０６
江苏 ４２．８７　 ７．２　 ３１．６２　 １２．０７　 ４１．２３　 ２５．７９
浙江 ３２．４　 １．７６　 ２９．４７　 ５．０７　 ２２．５９　 ９．０１
安徽 ２．８　 ０．３５　 ３．８３　 ０．９３　 ４．６　 ２．１４
福建 ２．４２　 ０．３９　 ６．４６　 ４．５８　 ３．２７　 １．５９
广东 ５．６　 ０．１４　 １６．２６　 ２．７５　 ５．９２　 ２
江西 ０．９６　 ０．４　 １．０７　 ４．６５　 ２．４６　 １．５１
湖北 ０．７５　 ０．２６　 １．３４　 １．８２　 ２．５２　 ２．１７
山东 ０．７６　 ０．５　 １．２７　 １．４５　 １．４７　 １．６８
四川 ０．２８　 ０．４８　 ０．３９　 ３．８　 ３．６９　 ４．１６
北平 ０．１９　 ０．２２　 ０．１　 ２．７９　 ０．３１　 １．３８
港澳 ０　 ０．６７　 ０　 ２．１５　 ０　 ０．７
天津 ０．１３　 ０．２３　 ０．１　 １．６４　 ０．０８　 ０．７６
其他 ２．１２　 １．３　 ２．６４　 ４．１２　 ８．６８　 ７．０５

　　　　注：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中，大同大学学生共９０５０名，其中９０４１名有籍贯记录，７７１８名有家庭地址记录；圣约翰

大学学生共５３２５名，其中５１３７名有籍贯记录，４０８６名有家庭地址记录；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共９９３２名，其中８０５１名有籍

贯记录，７１０１名有家庭地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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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熊月之：《上海通史》第１卷 《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总序”，第３、５页。

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间，上海交通大学实际上有上海和重庆两个校区，但重庆校区学生数量一直较少，即
便是１９４２年成为总校以后，尽管规模有所扩大，但学生数量仍旧低于上海校区。从目前存留的学籍卡数量
看，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重庆只有数份；１９４０—１９４３年，数量及占比分别为５５ （１６．１９％）、４４ （１２．５％）、

１０８ （３０．６８％）和１２８ （３６．３６％）份，仅有１９４２和１９４３两年较多。考虑到重庆和上海情况差别很大
以及本文分析的主题，此处不包含上海交通大学重庆校区学生数据。



从动态角度看，上海大学生源以江浙沪为主的地区性特点一直存在且较稳定。三地生源中，

大同大学一般占九成左右，上海交通大学在七成以上，圣约翰大学在六成左右波动，具有明显
优势。抗战全面爆发后，各高校江浙沪生源比例有了一定下降，这可能与其他地区人口涌进上
海尤其是租界有关，但这种下降程度有限，并没有影响到江浙沪生源的优势地位。而从１９４４年
开始，这一下降趋势停止，江浙沪生源比例又逐步升高。

从比较角度看，上海地区高校学生地理来源也较集中 （表５）。如作为上海高校中学生地理
来源最广泛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多集中于上海及附近江浙地区，中山大学基本以广东为生源
基地，但清华大学学生来源全国化趋势明显，江苏、平津、浙江、山东以及湖南、四川等地区
比例都较高。叶文心曾指出，民国高校由于质量和名望差异明显，形成了全国性、地区性和纯
粹省级高校的状况。① 据此推测，民国高校中可能只有清华大学以及暂缺数据的北京大学等具有
广泛的全国性影响，其他高校主要是区域性或本地化的。就上海而言，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
大学等沪上名校基本是地区性的高校，大同大学等私立大学则是本地性的高校。

表５　抗战全面爆发前国立三校大学生家庭地理分布 （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中山大学 清华大学

江苏 ３３．２９ 广东 ７６．４８ 北平 ２０．１７
上海 ３０．３４ 广西 ９．２９ 江苏 １０．３６
浙江 １２．７７ 港澳 ３．０３ 浙江 ６．７４
南京 ２．６ 南洋 ２．２３ 天津 ６．３６
江西 ２．４８ 湖南 １．４２ 山东 ５．９９
北平 ２．３１ 江西 １．０１ 河北 ５．８２
安徽 ２．０１ 江苏 ０．８７ 上海 ５．２８
湖南 １．８９ 福建 ０．８１ 湖南 ４．１６
福建 １．６ 四川 ０．５９ 辽宁 ４．０８
四川 １．３６ 河南 ０．５６ 广东 ３．６２
广东 ２．４２ 浙江 ０．５５ 河南 ３．２
广西 １．０６ 上海 ０．３ 南京 ３．０４
港澳 ０．９５ 湖北 ０．２８ 四川 ２．７５
山东 ０．８３ 安徽 ０．２５ 湖北 ２．２
天津 ０．７１ 南京 ０．１９ 安徽 ２．１６
汉口 ０．５９ 北平 ０．１３ 江西 １．７１
河南 ０．４７ 山东 ０．０７ 福建 １．６６
湖北 ０．４１ 汉口 ０．０７ 汉口 １．１２
南洋 ０．３ 河北 ０．０４ 南洋 １
河北 ０．２４ 辽宁 ０．０４ 广西 ０．７１
其他 １．３７ 其他 １．７９ 其他 ７．８７

　　　　注：表中城市为院辖市，海外学生主要分为港澳与南洋两大类，其他比例很低的地区合并为 “其他”类。

首先，上海地区高校学生主要来自于本地和周边地区，这可能与民国时期大学招生通常是
由学校而非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安排有关。② 与国家统一招生考试相比，学校组织招考的一个
显著特点是考点设置有限，通常只限于学校驻地或极有限的少数大城市。如作为国立大学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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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１９１９—１９３７）》，“导言”，第３页。
如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公布的 《大学组织法》只规定大学招生对象须有立案中学毕业证书，但对具体的组



海交通大学，１９２２年首次招生，考点设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汉口五市，① 而１９３１—

１９３７年间，招生考点减少到上海、北平、广州和武昌四地。② 检索 《申报》记载的上海其他各

主要高校招生简章，除东吴法学院因文、理科在苏州，部分年份 （如１９３５年）在上海和苏州两

地同时招生外，圣约翰大学与大同大学等高校一般均只在上海本地招考新生。限于民国时期的

交通状况、信息传播渠道等，考点设置在有限的大都市中，显然提升了远离大学和大都市青年

的投考成本和难度。而若进入战争动荡时期，这种地理阻隔更难以逾越，外地生源更受限制。

其次，上海本地更为商业化的氛围和浓厚的消费文化形成的高成本，也可能进一步抑制了

包括国立大学在内的上海各类大学的外地学生来源。表３数据已显示，或是 “居大不易”的缘

故，民国上海大学生的年均花费要高于外地不少。譬如，相对于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在上海

教会大学中的学费是较低的，１９２９年起该校因经费困难，为 “推进校务”将学费从每年８０元递

加至１００元，③ 其学费在上海教会学校中仍是较低的，但此时北平更为著名、办学实力更雄厚的

燕京大学学费却只是８０元。④ 在上海民众看来，大学生的生活是资产阶级化的，是 “西装革履，

行坐车，吃包饭”的。⑤ 有大学生撰文指出，在上海是必须穿西装的，因为从巡捕到各类服务人

员都只对穿西装的高看一眼。没有西装，甚至无法跳舞、约女生。“吃包饭”是因为上海部分大

学，特别是私立大学没有食堂，学生只能在校门口饭店包伙。此外，学校门口还有零食摊、咖

啡馆、饮冰室，这也是大学生饮食的一个大消耗。学生 “只要有钱，就有寻开心的玩意儿”。⑥

１９２７年，沪江大学教授安德生调查发现，多数沪江大学学生外出时喜欢到中菜馆小酌一番，而

且还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喜欢上西菜馆吃大菜，这个比例以及学生愿意买票听市政厅音乐会的比

例，不比上海的外侨低。⑦ 在此种风气下，有上海大学生认为，与北方大学比较，上海大学生间

的学术空气是稀薄的，大部分学生是功利主义的。⑧ 这种消费主义的校园文化尽管可能更多体现

在私立大学，但上海生活成本高和私立高校多的现实还是对各地学生，尤其是广大农村学生的

就学选择产生了影响。正如一北平大学生所指出的，相对于上海大学生的生活消费，北平生活

是 “低贱”的，因此农村学生比上海多了不少。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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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织安排等没有规定。（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 《教育法规》，上海：开明书店，

１９３４年，第６０—６１页）此外，尽管在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年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短暂地推行过统一招生，但
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地区高校并没有参加１９３８年的首次国立各大学及独立学院统一招生。
（国民政府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简章》，《教育部统一招生委员会组织章程委员名
单招生办法简则工作报告等文件》，编号：五—５８３６ ［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同时上海交通大学
在１９３９年参加了一次统一招生后，因对这批学生素质不满意，次年便退出了。（王宗光主编：《上海交
通大学史》第４卷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３页）抗日战争胜利后，
部分国立大学，如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等开展过联合招生，但
这只是少数大学联合组织并非教育部统一招考。

①　《本大学组织纪略》，《上海交通大学月刊》１９２２年第１期，第２页。
交大两广同学会：《南针》１９３１年第４期，第１０—１３页；１９３４年第６期，第６８—７１页；１９３５年第７
期，第２０—２３页；１９３７年第９期，第３８—４２页。
《沪江大学近况》，《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１９２９年第５卷第４期，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一览》，１９３０年，第２４页。
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４２页。
远翔：《上海大学生生活素描》，《益世报》（天津）１９３５年２月９日，第４张。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第１４３页。
朱修：《光华大学学生生活素描》，《学校生活》第１２６期，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０日，第１５—１９页。
李若男：《北平大学生界底现状》，《研究与批判》１９３５年第１卷第４期，第８５—８８页。



最后，大同大学有超过８６％的学生家庭位于上海，本地化程度极高，这可能主要与民国私

立大学的经济状况和办学水平有关。民国时期，中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掀起了创办私立大学的

热潮。１９１７年，国民政府教育部 《修正大学令》规定 “凡设一科者，亦可称大学”，这股热潮很

快达到了顶点，① 上海教育体系中的私立大学数量也由此远胜于国立。② 但数量优势的背后却是

私立大学经费有限，经济状况不佳的现实。开办初期的大同大学，“在物质上毫无凭藉，校舍是

租赁的，校具是杂凑的，书籍仪器是少得可怜的”，教员甚至 “教书办事不拿薪水”。③ １９３２年，

教育部调查上海六所大学，其中大同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四所私立大学，不

是 “收支不能相抵”，就是 “年有积欠”或 “欠债颇多”，相较于教会沪江大学，其经费 “均极

感困难”。④ 学、杂费收入通常是大同大学等私立大学最重要的经费来源，⑤ 保持高收费和较大

的生源群体，便是其维持生存的关键。因此，私立大学不仅 “全赖学生缴费为收入之大宗者”，

而且 “收费之惊人”，“精明之明目与手段”，“较教会立者为尤甚”。⑥ 尽管收费不菲，但私立大

学的师资、设备以及社会认可度却往往不如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对外地学生的吸引力也自然

有限。实际上，基于花费、办学实力等因素的考虑，民国大学生形成了 “国立大学优于教会大

学，教会大学优于私立大学”的择校模式。以１９４８年中央大学大一新生们写的 “自传”为例，⑦

学生心目中最希望投考的大学是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等一流国立大

学。一些新生曾考取过如大同大学、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但在权衡了学校

声望和学费负担等因素后，或肄业一年转考入中央大学，或干脆放弃当年入学机会，复习一年

后考入中央大学。⑧ 再如大同大学创始人之一顾珊臣之子顾宁先，曾于１９２５—１９３４年间就读于

大同大学。这样一位对大同大学既有感情也很了解的人直言不讳地认为，学生选择读大同大学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不上国立大学。⑨ 而为了竞争生源，私立大学如大同大学尽管只能在上海

招考学生，但它会在招生季密集安排数次甚至十数次考试，以便学生 “随到随考”，瑏瑠 同时招生

标准也低于国立大学，瑏瑡 在提高入学经济门槛的同时降低智力门槛。本地有条件但进入国立大

学、教会大学等名校无望家庭的子女，便成了私立大学的生源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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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７—３５页。
除本文已指出的上海私立大学数量远胜于公立外，１９４８年上海全市共有公私立中学２１８所，其中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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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抗战胜利后，上海私立大专学校、中学校、小学校、职业学校和实习学校已不下千所。（谢鸣
九：《上海私立学校的奇闻丑事》，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９册
《科教文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０４—４２８页）
《校史，１９１２—１９５１》，《大同大学年刊》（１９５１年），编号：Ｑ２４１—１—６０６，上海市档案馆藏。
《教部发表视察上海六大学报告》，《申报》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第３张第１２版。
蒋宝麟： 《学人社团、校董会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治理机制———以上海大同大学为中心 （１９１２—

１９４９）》，《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中国学生社编：《全国大学图鉴》，第８—９页。
学生 “自传”篇幅多在数百字到数千字之间，内容包括学生个人的家庭情况，特别是经济情况，入学
前所有求学情况等，相对于学籍卡内容要丰富很多，但仅有少数学校个别年份有全面的 “自传”留存。
例如，经济系学生梁继宗、农经系学生张文林、法律系学生陈达士、陈世震以及化工系学生谢民城等都
有类似经历，参见 《中央大学１９４８年新生自传》，编号：６４８—３２３４—３２５３，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顾宁先口述、黄婷整理：《回忆大同大学》，《史林》２００４年增刊。
李慧：《民国时期私立大同大学的办学理念与招考实践》，《教育与考试》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私立大同大学１９５０年度暑期招生汇报》，编号：Ｑ２４１—１１７，上海市档案馆藏。



三、来源中学

中学是大学生源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大学生社会来源结构形成的前因与关键，对来源中学

信息的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民国上海大学生的结构特征。民国大学招生逐步规范，中学文

凭成为报考的必备，查验中学文凭也成为招生时的重要环节，① 上海８所大学学生中有近七成提

供了毕业中学信息，其中六成中学位于上海，超过九成的大学生毕业于江浙沪地区的中学，与

各校家庭地址的分布基本一致。

将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三校学生的籍贯、家庭地址和中学驻地三类

地理信息列表比较 （表６），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出三校学生的结构性特征和开放程度。上海

交通大学有一小部分学生虽然家庭地址不在上海，但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尽管只

有一半略多的学生家庭地址在上海，但却有超过８５％的学生毕业于上海本地中学，本地化

特征大为加强。大同大学学生中来自于上海中学的比例与来自上海家庭的比例都超过

８０％，是完全的本地化。这种情况在三所大学基本是持续的。只有上海交通大学可能因抗

战胜利后接收外地学校学生，上海学校输送的学生比例有所下降，江浙和四川等中学毕业

生增多，但上海学校仍是输送学生最多的，江浙沪相加，仍旧占据多数。因此，来源中学

的分析说明，除了上海本地家庭子弟外，对非本地家庭的子弟来说，上海地区的中学教育

资源亦是不可多得的。

　　表６　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籍贯、家庭地址和来源中学地理分布　 （单位：％）

大同大学 圣约翰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地区 籍贯 家庭地址 中学驻地 籍贯 家庭地址 中学驻地 籍贯 家庭地址 中学驻地

上海 ８．７２　 ８６．１　 ８４．４４　 ５．４５　 ５２．１８　 ８５．７９　 ３．１８　 ４０．０６　 ４３．８４
江苏 ４２．８７　 ７．２　 ８．８２　 ３１．６２　 １２．０７　 ６．４３　 ４１．２３　 ２５．７９　 １７．４４
浙江 ３２．４　 １．７６　 ２．１５　 ２９．４７　 ５．０７　 １．０３　 ２２．５９　 ９．０１　 ６．０２
长三角

合计
８３．９９　 ９５．０６　 ９５．４１　 ６６．５４　 ６９．３２　 ９３．２５　 ６７　 ７４．８６　 ６７．３

安徽 ２．８　 ０．３５　 ０．５７　 ３．８３　 ０．９３　 ０．４　 ４．６　 ２．１４　 １．４３
福建 ２．４２　 ０．３９　 ０．３４　 ６．４６　 ４．５８　 １．１５　 ３．２７　 １．５９　 １．５５
广东 ５．６　 ０．１４　 ０．４　 １６．２６　 ２．７５　 ０．９　 ５．９２　 ２　 ３．５５
江西 ０．９６　 ０．４　 ０．４４　 １．０７　 ４．６５　 ０．１　 ２．４６　 １．５１　 １．１７
湖北 ０．７５　 ０．２６　 ０．２６　 １．３４　 １．８２　 ０．５　 ２．５２　 ２．１７　 １．４４
山东 ０．７６　 ０．５　 ０．３２　 １．２７　 １．４５　 ０．２　 １．４７　 １．６８　 ０．８４
四川 ０．２８　 ０．４８　 ０．４８　 ０．３９　 ３．８　 ０　 ３．６９　 ４．１６　 ７．９５
北平 ０．１９　 ０．２２　 ０．３１　 ０．１　 ２．７９　 ０．７　 ０．３１　 １．３８　 ２．４８
港澳 ０　 ０．６７　 ０．５７　 ０　 ２．１５　 １．７１　 ０　 ０．７　 ０．７８
天津 ０．１３　 ０．２３　 ０．３４　 ０．１　 １．６４　 ０．５３　 ０．０８　 ０．７６　 １．９９
其他 ２．１２　 １．３　 ０．５６　 ２．６４　 ４．１２　 ０．５６　 ８．６８　 ７．０５　 ９．５２

　　　　注：上海交通大学不含重庆校区。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中，大同大学学生共９０５０名，其中９０４１名有籍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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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对灵活的按同等学力招考的规定自１９１４年教育部通令后就越来越严格，招录比例也逐步从不超过

１０％下降到５％。关于民国以来对大学同等学力招考的制度变迁，参见李涛：《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
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４年。



７７１８名有家庭地址记录，８４１０名有中学驻地记录；圣约翰大学学生共５３２５名，其中５１３７名有籍贯记录，４０８６名有家庭

地址记录，４８５９名有中学驻地记录；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共９９３２名，其中８０５１名有籍贯记录，７１０１名有家庭地址记录，

６４７７名有中学驻地记录。

表７进一步列出上海大学生所有来源中学中输送学生数量超过１００名的４２所中学名单及其
地理位置。这４２所中学为上海地区高校提供了超过一半的生源，其中只有６所不在上海，占

１４．３％。这６所中学中有５所位于江苏，１所位于浙江，都非常靠近上海。这些中学对上海大学
生的来源结构影响巨大，而它们的地理分布则非常集中。

表７　 向上海８校输送学生超过１００名的中学名单

校名 数量 驻地 校名 数量 驻地

上海圣约翰中学 １４７０ 上海 上海青年会中学 １９２ 上海

上海中学 １２４８ 上海 上海培成女子中学 １８３ 上海

上海大同中学 １０５０ 上海 杭州高级中学 １６７ 杭州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８６８ 上海 上海中国中学 １６１ 上海

上海南洋中学 ５７４ 上海 上海圣玛利亚女中 １５７ 上海

上海民立中学 ４７１ 上海 上海金科中学 １５５ 上海

光华大学附属中学 ４５９ 上海 上海光夏中学 １４９ 上海

上海沪江附中 ４２６ 上海 常州中学 １４８ 常州

扬州中学 ３４１ 扬州 上海务本女子中学 １３９ 上海

苏州中学 ３１９ 苏州 上海敬业中学 １３２ 上海

上海允中女中 ３０４ 上海 上海民立女子中学 １２９ 上海

上海清心女中 ３０１ 上海 上海启秀女子中学 １２８ 上海

上海浦东中学 ２８３ 上海 上海晏摩氏女中 １２６ 上海

上海复旦中学 ２５２ 上海 上海圣芳济中学 １２１ 上海

上海育才中学 ２３５ 上海 上海明德女子中学 １２１ 上海

上海清心中学 ２２４ 上海 上海晋元中学 １１１ 上海

上海辅仁中学 ２２０ 上海 上海格致中学 １０８ 上海

东吴大学第一中学 ２１７ 苏州 南通中学 １０５ 南通

上海育英中学 ２０９ 上海 上海女子中学 １０５ 上海

上海中西女中 ２０１ 上海 上海肇光中学 １０２ 上海

东吴大学第二中学 １９３ 上海 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 １０３ 上海

　　　　注：上海以外的中学有很多曾在抗战时期避乱于上海，如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常州中学和南通中学等，但此

处为厘清上海大学生来源中学的地理分布，并没有将这些中学在上海时期的学生计算在内，而是做了单独处理。上

海８校学生总数为３６２０１人，其中填写来源中学的有２４０１７人。输送学生数量超过１００名的中学有４２所，共输送

１２７０７名学生。

来源中学本地化倾向的背后至少暗含了民国中小学教育体系的两个特点：一是大学常设有
“附属”或合作中小学，“系统内”的学生往往享有各类优先或免试录取的待遇；二是民国上海
中小学教育水平领先全国，外埠学生亦可入读。

近代中国新式教育草创，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多有脱节，许多中学毕业生并不符合大学教
育的要求，培养起来困难颇多，为此大学纷纷设置附属中、小学，或者与一些特定中学合作。

例如，上海交通大学自南洋公学时期就曾办理附属中、小学，它们的学生可以从小学、中学一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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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直升至本校大学。① 这使得上海交通大学学生 “大都由小学肄业起，直至大学毕业止，依次递
升，自成系统”，这样 “既可免程度之不齐，又可保精神之团结，法自善也”。② 同济大学也规定
本校附属高中、德文补习科的毕业生可直接升入大学，而其他高中毕业生等则需要考试及格后
才能录取。③ 这种做法显然提升了附属中学生升入大学的可能。而出于感情、便利和习惯等因素
考虑，附属中学的学生如果不能考入优于本校大学的高校，也往往倾向于留在本校大学。１９２５
年，清华初办大学部，由于学生不再直接、全部留美，吸引力大为降低，当年考中的学生中有

２７人未来报到。２７人中有１９人来自京、津、沪、宁的４所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认为他们都
“转回而入其连属自校大学部”。④ 因此，上海８所大学中学生样本量较多的圣约翰大学、大同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东吴大学法学院，其附属中学在表７中的排名都非常靠前。圣约翰中学
排名第一，大同中学第三，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交通大学附中）第四，东吴大学第一、第二中
学相加排名第九。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附属中学也都出现在表７中，且排
名靠前，向上海高校输送学生也较多。附属学校不仅在地理和管理上与主管大学成为一体，更
由于 “直升”、“保送”制度，在生源上也成为了一体。大学人才的选拔关口直接与中小学招生
对接。

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学，为了保证学生质量和兼顾本教会传教人员子女的教育，除直接建
立附属中学外，还会和一些英语教学水平较高的教会中学建立合作关系，保送优秀毕业生到圣
约翰大学就读。１９１４—１９４９年间，圣约翰大学的合作中学有圣约翰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上海基
督教青年会中学、上海民立中学、圣彼得教区学校、马汉学校和圣玛利亚女中、中西女中等。

其中圣玛利亚女中、中西女中的学生与圣约翰中学的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进入新生班。⑤

而沪江大学曾允许苏州晏成、杭州惠兰、宁波浸会以及上海清心 （美国北长老会）和监理会等

１７所男校和４所女校的毕业生只要有中学推荐书和毕业文凭，就可以不必考试而入学，其他中
学毕业生则必须考试合格才可录取。⑥ 这些举措，在导致上海大学生源多来自本地中学的同时，

也促使不同类型的高校学生来源中学的性质结构有所区别。教会大学学生更多来自教会中学，

国立大学学生更多来自国立中学等。

作为大都市，民国上海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也优于外埠，有一批管理严格、教学水平高的学
校，且即便不是附属中学，不少沪上名校也常与各大学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能力将毕业
生送入大学校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上海中学的理化教学要求超过教育部颁行标准４３．７５％，数
学教学超过５６．２５％，国文教学超过７６．９２％，外语教学更超过１００％。⑦ 表７中位居前列的浦东
中学，素以重数理著名于沪上，非但 “英、算较普通中学为高”，考绩标准也很严。学生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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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赵宪初：《南洋模范中学校史简述》，吴汉民主编：《２０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８），第１９４—２０２页。
刘良湛：《停办中小学之回忆》，黄昌勇、陈华新编：《老交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１１１页。另外，１９２７年清华大学校内在讨论清华大学是否应办附中时，也有人提出 “当时的大
学新生的素质过于低，跟不上大学教学要求，清华办附中既是为自己准备大学人才，也是为全国办附
中。”（少年：《从事实上论清华应设附中》，《清华周刊》１９２７年第４２２期，第４７３—４７６页）
国立同济大学出版课编：《国立同济大学学则概览》，１９３４年，第１页。
朱敏章：《大学部入学人数之研究》，《清华周刊》１９２５年第３５７期，第３—５页。
汪统：《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吴汉民主编：《２０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８），第１—１０页。但据
《圣约翰大学年刊》（１９２１年，编号：Ｙ８—１—２５６—２７，上海市档案馆藏），扬州美汉中学、安庆圣保
罗中学、宁波斐迪中学、泉州培元中学等四所外地著名教会中学也曾为其合作学校。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第４９页。
许敏：《上海通史》第１０卷 《民国文化》，第１３６页。



文、英文、数学三科中有一科不及格者”，平均分数虽能及格也得停止其升级。① １９３０年，据上

海浦东中学考上清华大学的汪定回忆，在浦东中学要读美国大学一、二年级Ｄｕｆｆ物理学、微积

分和Ｓｍｉｔｈ高等化学等课程，学生考大学 “如探囊取物”。② 黄炎培也说该校 “毕业生应考交通

大学，几乎人人被录取”。③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学生在升预科前也需要学习高等代数、球面几何、

化学和物理试验等高端课程，④ 其内容 “概以衔接本科为目的，故程度较普通一般中等学校为

高”。⑤ １９３９年，上海交通大学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国立院校统一招生，这本可提升外地学生

进入该校的机会，但其很快发现这些统一招生的部分新生跟不上教学要求，需开设暑假学校补

习。次年，教育部批准上海各校自行招生，上海交通大学随即退出了统一招考。⑥ 这也反映了上

海教学水平之高及其与全国其他地区间的 “疏离”。

上海高升学率的著名中学在成为晋阶大学通途的同时，既巩固了本地学生在大学招生中的

竞争优势和大学校园中的比例，也成了稀缺性社会资源而逐渐被社会中上阶层所垄断。这些中

学学额有限、学费不菲，其生源不仅本地化，且普遍来自商人、专业技术人员等优势社会群体

家庭。如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学膳宿费甚至比大学部贵几倍。⑦ 表７中的上海清心中学，建

校七十周年时在校生中７０％为商人子弟，教育、医生和法律工作者共约占１０％，其他职业比例

则极低。⑧ 上海中西女中在其建校初便已申明学校面向的是 “富贵豪门的女儿”，提供 “高等普

通教育，中英并重”。⑨ 城市里的工人、农民子弟不仅没有条件进入这些贵族学校，甚至收费低

廉的私塾也读不起。瑏瑠 贵族化的学校和教育契合了商业化环境中大学的需要，一些中学的高升学

率实际可能成为了城市社会中上阶层控制流动的工具。

余　　论

从家长职业到地理分布，再到毕业中学，民国上海大学生群体同质化趋向愈发明显。概言

之，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子女在民国上海大学中具有明显优势，在数量众多的私立大学和教会

大学中更是垄断群体。上海大学生的籍贯虽以江浙两省为主，但主体却是上海居民，且大部分

在上海读中学。社会中下层与纯粹的 “外埠人”在上海的大学中并不常见。此外，近代上海地

区高校还以更早和更大规模向女性开放、引领全国风气为典范。但学籍卡数据表明，社会性别

方面依然存在开放的 “外表”和封闭的 “内在”。数据确实印证了上海大学对女性的开放，大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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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吴汉民主编：《２０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８），第１７３—１８７页。
调查发现，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绝大部分农民、工人的子女依然无力接受任何教育，一些小资
产者家庭子弟也只读得起条件非常有限的私塾。参见姚佐元：《南京城内农家之分析研究》，李文海主编：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一编）《乡村社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６３—２７９页。



生中女性比例总体呈波动式上升，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但深入分析发现，这种开放具有明显的封
闭性———女性社会经济背景的精英化趋势极明显，甚至高于男性的精英化。近９０％的上海地区女
大学生来自商人、专业技术人员或公务人员家庭，而男大学生的相应比例为８４％，且几乎没有
上海女大学生来自农民家庭。从地理来源角度看，女性较男性更趋向于本地化，这种特征在上
海地区高校中更明显。离家读书的经历可使女性获得相当程度的自由，但上海女大学生中的绝
大部分并没有获得这种自由。然而，通过职业和婚姻，她们利用现代高等教育实现了精英身份
的代际传承，① 也暗示着对于女性及其原生家庭而言，新的社会身份获得方式的形成。

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起始地，上海是开放的机遇中心和现代精英的摇篮，现代职业
随着逐渐繁荣的工商业兴起，投资者在这里办厂开铺，渴望新气象的教育者和文人来此开办学
校、著书立作，“新女性”在此找到实现经济独立的就业机会。有学者认为，这些转变在加强中
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同时也大为加剧了阶层分化。② 正如教育是最重要的新机遇之一，学生通过大
学教育得以步入新职业领域，成为引领近代化的精英。但这一新机遇的开放程度却是有限的。

实际上，职业化或新式职业群体的出现改变了科举体系下 “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选择，社会中
上层的来源出现多元化倾向，但经济文化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分布以及如教育等重要资源在
地域和城乡中的分布极不均衡等，也加剧了社会阶层间的分化，中上阶层出现 “封闭”趋向，

新的阶层固化或资源垄断迅速形成。

具体到民国上海地区高校学生来源，由于国民政府教育投入的匮乏和对教育资源掌控、布
局能力的缺失，民国大学在经济上依赖城市资本主义经济与有产阶级，在地理分布上则主要集
中于城市，这不仅导致教育体系中学校布局与教育水平的区域不平等和公私立学校的结构不平
衡，更导致大学教育成本高昂，使得社会阶层间的经济不平等渗入到教育领域。同时，民国高
校招考既缺乏科举体制下的 “解额制”对学生地理来源的调控，亦不可能推行统招统考体制，

使得招生缺乏统一的考试标准、内容以及考试组织和生源分配，无法以国家和制度手段保障学
生来源结构的多样性，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教育获得的阶层不平等，并导致社会上升流动渠道的
狭窄化。在民国 “有本事、抱大志的人，必不可免地是进入城市，特别是进入省城，因为，只
有在那里，才有最好的学堂和最好的发迹机会”，③ 但现实却是大多数的中国民众 “未曾集中于
都市”，“学校在中国只成为政治上之一种装饰品，而未能有多大裨益于大多数民众。”④ 因此，

尽管上海地区高校招生在理论上是面向各地和各阶层的，但几乎只有具有较高资产支持和有限
地区的家庭能够负担高昂学费，大学教育绝非普通人成功的阶梯。

民国上海地区大学生来源状况或教育精英的形成机制，还为更深入思考提供研究的起点和
后续空间。中国近现代教育转变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较早关注的主要是工农等社会中下层
在受教育过程中的被边缘化，近年则较多注意到城乡关系，深入探讨了新旧教育体制转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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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杨慎之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５３页。
雷宾南：《中国教育之新要求》，《教育杂志》１９３０年第２２卷第４号，第１—３页。



中形成的城市与农村脱节问题。① 但一方面，在关注中下阶层境况转变时忽略了对精英群体的研
究，尤其对此前扎根农村的中国精英家族在此过程中的分化与变迁关注不够。依据上海的经验，

晚清近代以来部分江南精英家族出现了由仕途转向工商业、从 “谋官”转向 “谋财”、从 “绅
士”转向 “商人或专业技术人员”的现象，他们在自己进入城市的同时也把子女带入城市，接
受新式教育，完成了家族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这一转化改变了过往通过科举走入仕途以及支持
家乡办学以保持家族社会经济地位的模式，反映了阶层流动机制的改变和精英阶层因势调整社
会分层策略的可能。对中国精英家族或有条件家庭来说，这种策略是开放或可选择的，不同家
族甚至同一家族内部不同家庭的选择并不相同，不同地区和职业背景的家族对子女接受新教育
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异，预示了传统精英家族群体内部的分化与变迁。社会精英作为 “有组织的
少数”，在社会变迁与演进中的作用非常突出，② 因此，对这些选择的系统研究很可能蕴含着对
中国社会近代化历程的新理解，有待学者们继续深入挖掘。

另一方面，尽管城乡关系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对城市之间，甚至同一城市内部发展的不
平均和阶层分化问题却所知较少。实际上，上海虽然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奇迹和近代化的标
兵，但这里既存在李欧梵笔下的 “摩登”、繁华与现代，也存在卢汉超展示的 “霓虹灯外”的落
后与贫困。③ 同时，上海既有经济文化上全方位开放，活力四射的一面，也有本研究揭示出的教
育获得与社会流动中存在的 “本地化”倾向。由此而论，民国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化和国际化的
样本，在成为 “高峰”的同时，会不会也变成一座 “孤峰”？民国上海在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很
多方面或许还有很多新的空间和问题。

〔作者梁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任韵竹，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
部硕士研究生；王雨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李中清，香港科技大学人文
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座教授〕

（责任编辑：武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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